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升管理效率吗？ 

——基于 CFO 行业背景的机制分析 

 

官峰 1，凌雁 2，万华林 3 

（1.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3.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摘要：数据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厘清数字化在微观层面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和机制至关重要。

本文以 2011-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

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管理效率，而调节机制检验表明，当 CFO 具有行业相关经验时，即企业拥有业财

融合的 CFO 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研究发现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稳健

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业务复杂度高的企业和当 CFO 拥有较大权力的企业中，CFO 业财融

合的复合特征更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提高。 

本文从行业背景视角考察 CFO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及其经济后果，对 CFO 如何在企

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发挥战略参与功能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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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列成篇，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为新时期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研究表明，数字化对经济发展

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程度每提高 10%，人均 GDP 将增长 0.5%至 0.62%1。据国际数据公

司 IDC 预测，全球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将以每年 17.1%的复合速度增长，2023 年这类投资预

计将达到 2.3 万亿美元。 

我国不断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步伐，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

数字化技术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创新能力、改善客户体验等（周孝，2022；

胡青，2020）。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开拓新的商业模式、提供新的价值，甚至颠

覆传统产业格局（文丰安，2023）。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激活新业态、新模式，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企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普遍，，其经济后果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数字化

转型是企业信息收集、分析和决策全流程的改变，其目的是提高企业投资、融资和管理的效

率，并最终提高企业价值。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活动及企业融资活动

的影响2。其中，提高管理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首要目标3。然而，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

如何影响企业管理效率本文仍知之甚少。学者围绕该问题展开研究，但并未形成一致结论。

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持续改革、优化、升级对内组织运营模式，有效降低了企业

内部组织间信息壁垒，各部门间的互联互通得到加强，加速信息的传递与共享，提升了信息

透明度，管理层能够更及时地掌握各部门的资源使用情况，并制定相应的安排，实现降低管

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目标（徐鹏和徐向艺，2020；王开科等，2020）。也有学者认为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数字鸿沟会增加协同难度（陈国青等，2018）。

并且企业管理组织制度与数字化转型技术架构存在的匹配滞后性，将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



（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此外，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常面临成本较高、短期效益不好

等问题（曹小勇和李思儒，2021），有相当部分企业并未从中获益（Hajli et al., 2015）。 

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及其约束机制仍然是一个黑盒子。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简单的硬件设备投资和将数字技术应用到管理经营中，而是一个涉及企

业各个方面的综合转型过程（马赛和李晨溪，2020）。如何实施数字化转型并匹配资源，还

需要基于企业商业模式特征，建立一套适当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系统。这缺乏普适的方法，更

需要管理者决策思维和能力的匹配（史宇鹏等，2021）。因而近年来，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企业高管因素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管理者认知和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战略

思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Benlian&Haffke，2016）。理者对企业数据资源开发

与管理工作进行全局谋划，有助于找到企业数据开发利用与业务单元发展的价值结合点，开

拓数据变现的数字化商业模式，促进数字化转型绩效提升(陈玉娇等，2022）。 

已有文献研究了高管信息技术背景、研发背景、以及学术经历、教育背景、年龄等个人

特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但对 CFO 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财务部门

是企业的中心枢纽， CFO 更是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人物4。，特别是他们在业务和财务方

面的融合能力有助于促进跨部门间的合作与沟通（杨仁发，2021），使财务信息与业务信息

更紧密地相互联系。本文将着重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尤其是 CFO 业财

融合特征能否发挥促进作用。 

本文以 2011-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

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显著提

升了管理效率。调节机制检验表明，在 CFO 拥有业财融合能力时，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

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这意味着，当 CFO 具备深厚的行业知识背景时，能够更好地借助

数字化转型手段来优化企业运营管理。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以及

CFO 拥有较大决策权的企业中，CFO 业财融合特征在数字化转型中对管理效率提升作用更

显著。这意味着在复杂业务环境下，以及 CFO 在企业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数

字化转型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体现如下。第一，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的关系具

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企业提升管理效率、促进组织变革、指导资源配置，为数字化转型的实

践提供理论支持。第二，本文聚焦 CFO 的行业背景，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

究，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还丰富了高管个人特质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三，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数字化

转型的经济后果，有助于充分发挥人才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管理效率的影响 

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为

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本文将从绩效和效率的角度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进行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效率的关系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刘淑春等（2021）

认为，数字化管理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经营管理效率，还能够推动生产设备的转型升级，提高

企业劳动生产率。周孝（2022）认为，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特

别是人工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肖旭和戚聿东（2019）认为，产业数字化转型能驱动

产业效率提升。黄群慧等（2019）认为，数字化转型将促进资源组织和配置效率以及供应链

的管理能力，从而提升了创造价值的绩效。胡青（2020）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效率的关系具有一定复杂性。王开科等



（2020）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在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早期阶段，

数字化对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陈石和陈晓红（2013）认为，只有当数字化投资达

到一定规模后，其带来的效率提升效果才得到逐步显现。刘淑春等（2021）也认为，企业数

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走过推行数字化管理动态波动的“阵痛期”，企业数

字化管理的先发优势才能得到显著提升。此外，Chen&Srinivasan（2023）认为，数字化可以

改善企业的组织协调和工作流程，从而提升企业的生产率。然而，企业在采用数字化技术后，

通常需要较长时间获得实质性好处。由于组织变革的复杂性，企业需要时间来充分发挥这些

技术的价值。 

还有学者认为本文需辩证看待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效率的关系。孙帆等（2023）认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资源配置视角会引发企业资源分散，降低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从组

织管理的视角，企业数字化转型会破坏稳定有序的组织架构，增加培训成本并减少产出。戚

聿东和蔡呈伟（2020）认为，囿于企业管理能力滞后于数字化技术变化，数字技术与企业原

有资源和业务流难以融合，导致企业推行数字化后的绩效增长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效率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研究

成果。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持乐观态度，认为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了其复杂性，认为

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具有阶段性，早期效果可能相对有限，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此外，

一些研究者强调了数字化对企业组织协调、工作流程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同时指出了企业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阵痛期和变革带来的挑战。 

（二）企业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高管在数字化改革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通过制定战略目标、塑造文化、分配

资源、提供支持和推动变革等方式来积极影响和推动数字化改革的进程。 

企业高管的数据战略解读能力、CEO 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以及正确认知，对于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和提升绩效至关重要。Ancarani et al.（2022）认为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数据战略愿

景与目标的清晰解读，可以增进员工对数据资源战略价值地位的共同理解，激发企业数字化

转型意愿，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姚小涛等（2022）研究发现，管理者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正确认识至关重要，它能够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确保数字化转型的认知、

定位和实施保持一致，同时掌握数字化转型的节奏等管理策略，以确保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

功。陈玉娇等（2022）认为，高级管理人员的全面规划和管理企业数据资源的工作，有助于

找到企业数据开发与业务单元发展相结合的价值点，推动数字化商业模式的数据变现，并促

进数字化转型绩效的提高。王永伟等（2022）研究发现，CEO 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促进企业

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创新，促使企业的竞争优势得以发挥。王新光（2022）则认为，管理者

短视行为会降低企业治理水平，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高管个人特征如何影响数字化转型，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部分学者关注高管

的专业背景特征。刘锡禄等（2023）研究发现，CEO 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

验，使其具备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能力和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能力，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

型水平的提升。吴育辉等（2022）认为，高管的信息技术背景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Chen & Srinivasan（2023）则强调企业需将技术经理的内部管理专

业知识与数字技术有机融合，以创造价值并提升企业绩效。刘冀徽等（2022）研究发现，具

有研发背景的董事长能够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激发企业创新动力，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开

展。另一部分学者从高管的学术经历、教育背景和年龄等角度研究了其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研究发现，高管的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阳镇等，2022）。同时，高管团队

的年龄与数字化转型负相关，而教育背景与数字化转型呈正相关。这表明，较年轻和高教育

背景的高管可能更有利于推动数字化转型（汤萱等，2022）。 



综上所述，高管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管理者明确的数据战略解读、正

确的认知以及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高管的个人特征，包括专

业背景、学术经历、教育背景、年龄等，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企业

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及其效率。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 

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自动化流程运用、数据驱动决策、协作和沟通灵活性，以及风险管

理和合规性等方面的优势，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具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引入自

动化工具和技术，处理重复、繁琐的任务和流程，减少人工干预和错误，加快任务完成速度，

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管理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陈梦根和周元任（2021）研究指出，虽然

企业数字化进程显著提升了平均人工成本，但人工成本总规模及所占份额呈现下降趋势。除

了数字化技术在自动化流程中的使用，数字化技术在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方面得到广泛

运用，帮助管理者做出有效决策。陈国青等（2018）研究发现，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管理

和决策日益变成数据化管理和决策，并推动企业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高效的协作和沟通工具，促进企业员工合作和信息共享，避免了传

统的沟通延迟和信息丢失风险，加快团队决策进程、提高团队合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此

外，数字化转型也使远程工作更加可行和普遍，帮助企业减少办公空间和相关设施成本。方

明月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高了普通员工自主权，缩小了劳动收入差距；不仅

如此，员工自主权的提升了改进员工的满意度，进而减少了企业人力管理成本。最后，数字

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风险管理和合规性能力。通过数字化记录和监控，企业可以更好地跟踪

和管理风险，并确保企业行为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有助于降低企业潜在的法律合规风险，

提升管理效率，减少管理成本。例如，张国钧（2021）研究发现，“数字驱动”提升税收治

理效能，通过数字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等方式，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降低企业税收风险。 

尽管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经营及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但在实施过程中也

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投入的技术更新和维护成本、员工培训成本、

数据安全保障成本、组织协同成本等均会对企业管理和成本控制带来一定影响。具体而言，

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会涉及使用新的技术和系统，并且企业需要不断跟进和更新技术和

系统，以保持与市场的竞争力，这增加了管理成本。此外，我国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数字技

术支撑不足的问题（陈楠等，2022），如果这些技术发生故障或中断，可能会导致生产线停

机和生产延误，需要额外的时间和资源来解决技术问题，影响生产效率。除了数字化转型进

程中的技术更新和维护成本，员工培训成本也是一笔不小开支。史宇鹏等（2021）研究发现，

企业复合型数字化人才储备不足，是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数字化人

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为解决这一难题，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需要对员工开展

结合专业技能与数字化技术的系统培训，以便员工能够有效地利用数字化工具辅以业务流程

操作，在培训过程中，员工需要花费时间来学习和熟悉新的工具和系统，这会降低企业的管

理运作效率。再者，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更多的数据和信息处理，因此增加了安全和隐私风险，

企业需要投入额外的工作和资源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这会降低管理效率、提升管

理成本。最后，数字化转型会破坏稳定有序的组织架构，带来组织协同难度增加（陈国青等，

2018），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收益将被转型产生的衍生管理成本所抵减（戚聿东和蔡呈伟，

2020）。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自动化流程运用、数据驱动决策、协作和沟通灵活性，

以及风险管理和合规性等方面的优势，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同时，转型企业也可

能需要增加技术更新和维护成本、员工培训成本、数据安全保障成本、组织协同成本等，对



企业管理效率、成本控制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然而，这些消极影响通常是暂时的，企业进行

适当的规划、培训和调整，可以逐步恢复并提高生产经营和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一旦

数字化转型完成并得到有效管理，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运营和竞争，优势将逐渐超过消极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二）CFO 行业背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 

CFO 在企业数字化改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若具备业财融合优势，则作用更为

明显。具体而言，CFO 在数字化转型中承担了资源分配和预算管理、绩效评估和监控管理、

风险管控等关键职责。 

首先，CFO 若同时具备丰富的行业背景知识，将能够精准评估数字化改革所需资源，参

与相关预算的制定，并在预算范围内高效地管理项目经费。在此过程中，CFO 发挥业财融合

能力，与其他业务部门进行紧密合作，参与数字化项目的投资决策，确保资源的恰当配置。

胡青和徐梦周（2023）曾指出，管理者通过寻找数字化投入产出比高的价值点，选择数字化

价值创造最优路径，增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 

其次，CFO 利用财务指标和绩效评估工具来监测数字化改革的进展和效果。CFO 发挥

业财融合特长，通过与数字化项目部门共同制定绩效评估指标，在数字化项目执行过程中，

客观地评估执行情况，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问题。Morabito（2015）认

为，企业通过制定数据标准和数据管理制度，加强部门服务协同性，可以降低运营成本。 

最后，CFO 的业财融合优势，有利于其在业务环节中有效识别和管控企业财务风险，保

障财务利益和数据安全。企业财务数据的不断增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识别和管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单纯依靠人工管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杭慧芹和许苏兰，2022）。在数

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充分调动数据的存储、分析、管控功能，搭建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体

系（Troilo et al.,2017），CFO 基于数字化决策体系，应用数字技术对财务数据进行客观有效

分析，及时识别并管控企业财务风险，助推企业稳步发展。 

如前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备相应行业背景的 CFO 能更充分地发挥其业财

融合能力，从而推动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更为紧密地合作。行业相关知识积累有助于他们更

深刻地理解和适应数字化转型中所需的业务和技术需求。因此，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协同组织

利益相关方，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升管理效率。相对而言，缺乏行业背景的 CFO 可能需

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业务需求和技术细节，这可能会在成本估计和预算

管理方面引发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具备相应行业背景的 CFO，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能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CFO 行业背景将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11 年后，数字化经济开始崛起，2011 年也是技术发展的关键节点，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逐渐成熟和普及，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和工具，因此本文选

取以 2011-2021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

业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 ST、*ST、PT 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

本；（3）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公司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最

终，获得 26092 个观测样本。数字化转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公司

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设定 

为检验研究假说，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Efficiency = 𝛽0 + 𝛽1DigitTrans + Control Variables + Industry FE + Year FE + 𝜀        (1) 



Efficiency = 𝛽0 + 𝛽1DigitTrans + 𝛽2IndustryBack + 𝛽3DigitTrans × IndustryBack + Control 

Variables + Industry FE + Year FE + 𝜀                                            (2) 

其中，核心被解释变量为管理效率（Efficiency），本文参考曾卓然等（2021）的研

究，采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测度管理效率，数值越小说明管理效率相对越高。 

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本文通过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统

计上市公司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数量，采用将关键词数量加总的形式用以衡量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 

调节变量为 CFO 行业背景（IndustryBack），通过国泰安数据库统计 CFO 的职业背

景，当 CFO 职业背景为生产、研发、设计，三者之一时，视作 CFO 具备行业背景，赋值

为 1，当职业背景不属于三者之一时，视作 CFO 不具备行业背景，赋值为 0。 

参考相关文献研究，Control Variables（控制变量）选择企业规模、资本结构、公司治

理结构、财务风险和企业运营能力的指标（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分别为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iability、企业所有权性质 State、财务杠杆系数 Lev、流动资产周转率

Liq。此外，本文所有回归模型中控制了行业、年度层面的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 DigitTrans 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合计加 1 取对数 

被解释变量 管理效率 Efficiency 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调节变量 CFO 行业背景 IndustryBack CFO 具有行业背景，取 1，否取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固定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iability 总负债/总资产 

所有权性质 State 国企取 0，否取 1 

财务杠杆系数 Lev 
（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财务费用）/（净利润+所得

税费用） 

流动资产周转率 Liq 营业收入／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年份 Year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 2 可知管理效率的均值为 8.578，最大值为

520.800，最小值为 0.065，标准差为 8.600，表明样本中大部分企业的管理效率趋于正常区

间范围，但仍旧存在一些企业的管理效率较低且有待改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值为

6.452，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1.443，这说明我国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部分

企业还未部署开展数字化转型。CFO 行业背景的均值为 0.036，标准差为 0.187，这表明我

国企业的 CFO 大部分不具备行业背景。财务杠杆系数的均值为 1.548，标准差为 15.210，这

表明企业间的债务融资水平差异较大，一些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较高，存在较高财务风险。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fficiency 26092 8.578 6.965 8.600 0.065 520.800 

DigitTrans 26092 1.471 1.099 1.443 0.000 6.452 



IndustryBack 26092 0.036 0.000 0.187 0.000 1.000 

Size 26092 20.140 20.070 1.747 7.593 27.320 

Liability 26092 0.397 0.385 0.200 0.008 1.037 

State 26092 0.679 1.000 0.467 0.000 1.000 

Lev 26092 1.548 1.067 15.210 -81.340 2403.000 

Liq 26092 1.207 0.950 1.063 0.006 24.190 

（二）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表 3 列示了模型（1）的基准回

归结果。列（1）和列（2）分别表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企业管理效率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中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的估计系数

分别为-0.200 和-0.147，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管

理效率的提升。综上，本文假说 H1 得到验证。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照杨继生和阳建辉（2015）的研究方法，采用企业管

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管理效率，指标值越小，企业管理效

率越高。列（3）和列（4）分别表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企业管理效率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中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的估计系数

分别为-0.268 和-0.198，分别为 1%水平显著和 5%水平显著，再次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管理效率的改善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即假说 H1 再次得到验证。 

表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 

变量名称 
Efficiency 

（1） （2） （3） （4） 

DigitTrans -0.200*** -0.147*** -0.268*** -0.198** 

(-3.94) (-3.07) (-3.19) (-2.44) 

Size  -0.298***  -0.365*** 

 (-3.33)  (-2.58) 

Liability  -3.967***  -5.053*** 

 (-9.01)  (-6.94) 

State  0.246  0.850 

 (0.76)  (1.60) 

Lev  0.220***  0.260*** 

 (6.08)  (4.77) 

Liq  -1.672***  -2.279*** 

 (-16.44)  (-14.84) 

Constant 6.227*** 15.651*** 20.622*** 32.170*** 

 (5.14) (7.11) (5.59) (7.88) 

年度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26,092 26,092 25,824 25,824 

R-squared 0.212 0.271 0.143 0.190 

Number of code 4,334 4,334 4,315 4,315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其次，本文检验 CFO 行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将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和 CFO 行

业背景（IndustryBack）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的列（1）和列（2）分别表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CFO 行业背景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回归结果的影响。列（1）和列（2）中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Trans）和 CFO 行业背景（IndustryBack）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

数分别为-0.617 和-0.579，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1%和 5%，表明具有行业背景的 CFO 能够促进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作用。综上，本文假说 H2 得到验证。 

同样的，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企业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与营业总收

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管理效率，对上述调节效应结果再次进行验证。列（3）和列（4）分别

表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CFO 行业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

率回归结果的影响。列（3）和列（4）中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和 CFO 行业背景

（IndustryBack）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775 和-0.717，分别

为 5%水平显著和 10%水平显著，再次表明具有行业背景的 CFO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

能够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即假说 H2 再次得到验证。 

表 4  CFO 行业背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 

变量名称 
Efficiency 

（1） （2） （3） （4） 

DigitTrans -0.181*** -0.129*** -0.244*** -0.175** 

(-3.60) (-2.71) (-2.91) (-2.17) 

IndustryBack 0.739** 0.678** 0.541 0.429 

 (2.20) (2.11) (0.73) (0.59) 

DigitTrans×IndustryBack -0.617*** -0.579** -0.775** -0.717* 

 (-2.58) (-2.58) (-2.02) (-1.94) 

Size  -0.293***  -0.360** 

 (-3.28)  (-2.54) 

Liability  -3.964***  -5.046*** 

 (-9.01)  (-6.93) 

State  0.240  0.846 

 (0.75)  (1.60) 

Lev  0.221***  0.260*** 

 (6.13)  (4.78) 

Liq  -1.672***  -2.279*** 

 (-16.44)  (-14.86) 

Constant 6.203*** 15.541*** 20.610*** 32.058*** 

 (5.12) (7.06) (5.57) (7.84) 

年度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26,092 26,092 25,824 25,824 

R-squared 0.213 0.273 0.144 0.191 

Number of code 4,334 4,334 4,315 4,315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三）内生性分析 

上述研究结论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CFO 是否具有行业背景有可能是内生变量，

因为企业管理效率的高低可能会影响企业对首席财务执行官的选择，即可能存在管理效率控

制较好的企业更可能聘请具有行业背景 CFO 的情况。当一家企业发生 CFO 更替时，如果原

来的 CFO 具有行业经验，更替后新任 CFO 可能会变成不具有行业经验，也有可能继续保持

具有行业经验；如果原来的 CFO 不具有行业经验，更替后新任的 CFO 可能会变成具有行业



经验，也有可能继续保持不具有行业经验。本文选择 CFO 变更前后 2 年作为研究窗口，根

据 CFO 轮换情况，对样本进行分组，将轮换前 CFO 不具有行业经验，轮换后 CFO 变为具

有行业经验设置为组一，将轮换前 CFO 具有行业经验，轮换后 CFO 不具有行业经验的样本

设置为组二。基于此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其中，列（1）为轮换前 CFO 不具有行业经验，轮换后 CFO 变为具有行业经验的组一

的回归结果，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原来 CFO 不具有

行业经验，由于 CFO 发生更替而使 CFO 变更为具有行业经验，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

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列（2）为轮换前 CFO 具有行业经验，轮换后 CFO 不具有行业

经验的组二的回归结果，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如果原来 CFO

具有行业经验，由于 CFO 更替而使 CFO 变更为不具有行业经验，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管理效率提升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回归结果再次证实了 CFO 行业经验对数字化企业管理

效率提升的重要性。 

表 5  内生性检验 

变量名称 
Efficiency 

（1） （2） 

DigitTrans 0.954 0.701 

(1.70) (0.88) 

IndustryBack 2.135 2.302 

 (1.47) (1.65) 

DigitTrans×IndustryBack -1.470*** -0.593 

 (-3.14) (-1.18) 

Size 1.269** -0.332 

(2.15) (-0.46) 

Liability -18.450** 16.599*** 

(-2.23) (2.86) 

State 3.889*** 3.342*** 

(3.25) (4.10) 

Lev 1.754 -0.910 

(0.80) (-0.69) 

Liq -1.061 -3.030** 

(-1.03) (-2.26) 

Constant -17.075 7.061 

 (-1.15) (0.52) 

年度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119 109 

R-squared 0.643 0.545 

Number of code 24 22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四）PSM检验 

    在描述性统计中可知，CFO 行业背景的均值为 0.036，标准差为 0.187，这表明我国企

业的 CFO 大部分不具备行业背景。为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

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iability）、所有权性质（State）、财务杠杆系数（Lev）、 

流动资产周转率（Liq）作为协变量，控制年份和行业，进行 logit 模型的一对三临近 PSM 匹



配（卡尺为 0.234）。PSM 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见表 6，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满足平衡性假说。 

另外，本文利用 PSM 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与表 4 结果完

全一致。列（1）和列（2）分别表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后，在 PSM 匹配后

的样本中，CFO 行业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管理效率回归结果的影响。列（1）和列

（2）中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和 CFO 行业背景（ IndustryBack）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916 和-0.848，均为 5%水平显著，表明具有行

业背景的 CFO 能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与之前

结果完全一致。 

表 6  PSM 平衡性检验 

  

均值 偏差 t 检验 

实验组 控制组 % %下降 t 值 p>|t| 

Size 
匹配前 20.048 20.106 -3.3  -1.01 0.312 

匹配后 20.048 20.037 0.6 80.7 0.13 0.894 

Liability 
匹配前 .36957 .39773 -14.0  -4.22 0.000 

匹配后 .36957 .37639 -3.4 75.8 -0.74 0.460 

State 
匹配前 .66561 .69186 -5.6  -1.71 0.087 

匹配后 .66561 .63553 6.4 -14.6 1.37 0.171 

Lev 
匹配前 1.2312 1.5541 -2.8  -0.62 0.535 

匹配后 1.2312 1.2933 -0.5 80.8 -1.05 0.292 

Liq 
匹配前 1.1024 1.1819 -8.6  -2.39 0.017 

匹配后 1.1024 1.0978 0.5 94.3 0.12 0.905 

 

表 7  基于 PSM 的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Efficiency 

（1） （2） 

DigitTrans 0.091 0.098 

(0.48) (0.55) 

IndustryBack 1.037* 0.973* 

 (1.71) (1.73) 

DigitTrans×IndustryBack -0.916** -0.848** 

 (-2.47) (-2.50) 

Size  -0.177 

 (-0.66) 

Liability  -3.103** 

 (-2.01) 

State  1.620 

 (1.22) 

Lev  -0.095 

 (-0.59) 

Liq  -1.681*** 

 (-5.28) 

Constant 12.391*** 16.318*** 



 (5.53) (3.05) 

年度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3,453 3,453 

R-squared 0.376 0.405 

Number of code 1,865 1,865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五）截面分析 

1.业务复杂程度分组检验 

考虑到具有行业背景的 CFO 对于所在行业的商业模式、竞争格局、供应链结构等有更

深入的理解，这使他们能够更快地洞察市场趋势和风险，做出更为准确的财务决策。因此，

本文想考察具有行业背景 CFO 的管理决策优势能否在多元化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

借鉴仓勇涛等（2020）的方法，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FDL）来表示企业业务复杂程度，与

仓勇涛等（2020）不同的是，用主营业务收入指标代替营业收入指标进行计算，某企业某年

度的经营业务复杂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HFDL = ∑（
该年度第 i个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该年度所有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之和
）

2

 

HFDL 的值越小，表示企业多元化经营业务越复杂。本文以 HFDL 指数为标准进行分

组，将 HFDL 指数大于等于 HFDL 指数年度全样本均值的企业作为业务复杂度低组，将

HFDL 指数小于 HFDL 指数年度全样本均值的企业作为业务复杂度高组。根据企业业务复

杂程度情况，分组检验上述结果。当使用业务复杂度作为分组标准时，分组回归样本的总数

不等于全样本数量。这是因为本文只保留那些在业务复杂度标准下与全样本具有重合的数

据，而舍弃了不符合标准的数据，即只有同时符合业务复杂度标准和全样本标准的数据才被

包括在分组回归样本中。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列（1）和列（3）为企业业务复杂度高组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

列（1）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的估计系数为-0.18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表明在业务复杂程度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根据列（3）

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和 CFO 行业背景（IndustryBack）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数为-0.854，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业务复杂

度高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提升上具有积极

作用。 

列（2）和列（4）为企业业务复杂度较低组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列（2）表示，企业

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的估计系数为-0.092，但不显著，表明在业务复杂程度低的企业中，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改进没有显著作用。根据列（4）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

（DigitTrans）和 CFO 行业背景（IndustryBack）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

数为-0.243，但不显著，表明在业务复杂度低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在企业数字

化改革进程中，对管理效率的推动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 8 根据企业业务复杂程度分组检验的结果 

变量名称 

Efficiency 

业务复杂度高 业务复杂度低 业务复杂度高 业务复杂度低 

（1） （2） （3） （4） 

DigitTrans -0.188*** -0.092 -0.163** -0.085 

 (-2.67) (-1.37) (-2.31) (-1.26) 



IndustryBack   1.118*** 0.360 

   (2.64) (0.80) 

DigitTrans×IndustryBack   -0.854*** -0.243 

   (-3.73) (-0.70) 

Size -0.355** -0.104 -0.345** -0.104 

 (-2.54) (-0.83) (-2.46) (-0.83) 

Liability -4.784*** -3.852*** -4.780*** -3.842*** 

 (-7.82) (-6.52) (-7.81) (-6.52) 

State 0.219 0.522 0.197 0.524 

 (0.47) (1.01) (0.43) (1.01) 

Lev 0.169*** 0.137*** 0.169*** 0.138*** 

 (3.75) (2.88) (3.77) (2.91) 

Liq -1.770*** -1.232*** -1.770*** -1.234*** 

 (-13.54) (-9.18) (-13.51) (-9.17) 

Constant 19.603*** -4.752 19.363*** -4.747 

 (5.45) (-1.01) (5.37) (-1.01) 

年度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12,332 12,407 12,332 12,407 

R-squared 0.255 0.342 0.258 0.343 

Number of code 2,423 2,914 2,423 2,914 

系数差异 P 值 0.3094 0.3836 

注：（1）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2）系数差异 P 值

根据似无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计算得到。 

2.CFO 权力大小分组检验 

如果 CFO 拥有较大的权力，他们能够更直接参与制定和执行企业的战略规划，这使得

财务和战略决策更紧密结合，有助于确保财务目标与整体战略目标的一致性，有利于企业管

理效率提升。因此，本文想考察当 CFO 具有较大权力时，其所具备的行业背景优势能否得

以更好发挥？ 

本文借鉴 Ferdous et al.（2023）的方法，构建 CFO 权力综合指标衡量 CFO 权力大小。

CFO 权力综合指标由 CFO 董事虚拟变量、CFO 头衔虚拟变量、CFO 任期虚拟变量、CFO 持

股虚拟变量加总计算而得。具体的，如果 CFO 是董事会成员，CFO 董事虚拟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如果 CFO 头衔数量大于（等于）样本中位数，CFO 头衔虚拟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如果 CFO 任期大于（等于）样本中位数，CFO 任期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如果 CFO 持股大于样本中位数，CFO 持股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CFO 权力综合指数的值越大，表示 CFO 权力越大。本文以 CFO 权力综合指数为标准

进行分组，将综合指数大于等于年度全样本均值的企业作为 CFO 权力大组，将综合指数小

于年度全样本均值的企业作为 CFO 权力小组。根据 CFO 权力大小情况，分组检验上述结

果。当使用 CFO 权力大小作为分组标准时，分组回归样本的总数不等于全样本数量。这是

因为本文只保留那些在 CFO 权力大小标准下与全样本具有重合的数据，而舍弃了不符合此

标准的数据，即只有同时符合 CFO 权力大小标准和全样本标准的数据才被包括在分组回归

样本中。 

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其中列（1）和列（2）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的估

计系数分别为-0.224 和-0.130，且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无论是在 CFO 权力大还



是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均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根据列（3）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和 CFO 行业背景（IndustryBack）

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数为 0.170，但不显著。根据列（4）可以看出，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 DigitTrans ） 和 CFO 行 业 背 景 （ IndustryBack ） 的 交 乘 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数为-0.663，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在

CFO 权力大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提升上具

有积极作用，然而在 CFO 权力小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在企业数字化改革进程

中，对管理效率的推动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 9 根据 CFO权力大小分组检验的结果 

变量名称 

Efficiency 

CFO 权力小 CFO 权力大 CFO 权力小 CFO 权力大 

（1） （2） （3） （4） 

DigitTrans -0.224** -0.130** -0.228** -0.107** 

 (-2.53) (-2.33) (-2.55) (-1.97) 

IndustryBack   0.582 0.631 

   (1.50) (1.33) 

DigitTrans×IndustryBack   0.170 -0.663** 

   (0.75) (-2.42) 

Size -0.042 -0.284*** -0.039 -0.279** 

 (-0.26) (-2.59) (-0.24) (-2.56) 

Liability -4.641*** -3.411*** -4.656*** -3.394*** 

 (-5.44) (-6.90) (-5.46) (-6.88) 

State 0.483 0.322 0.482 0.322 

 (0.98) (0.65) (0.97) (0.66) 

Lev 0.204*** 0.170*** 0.206*** 0.173*** 

 (3.85) (3.58) (3.88) (3.64) 

Liq -1.673*** -1.686*** -1.677*** -1.681*** 

 (-10.93) (-12.81) (-10.93) (-12.80) 

Constant 14.097*** 12.850*** 14.002*** 12.719*** 

 (4.11) (4.95) (4.07) (4.91) 

年度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8,378 17,555 8,378 17,555 

R-squared 0.251 0.295 0.252 0.297 

Number of code 2,998 3,727 2,998 3,727 

系数差异 P 值 0.0064 0.2619 

注：（1）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2）系数差异 P 值

根据似无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计算得到。 

3.管理层权力大小分组检验 

数字化转型通常涉及企业的多个层面和部门，因此需要跨部门的协作和管理层的支持。

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可能会影响 CFO 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比如，如果管理层权力集中，数

字化转型的决策可能会更迅速，然而，这也可能导致转型策略不够全面或缺乏各部门的投入。

再比如，CFO 需要相应的资源（如资金、人力、技术）来成功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如果管理

层可以迅速并且集中地分配这些资源，CFO 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因此，本文拟研究企业



管理层权力大小的不同，是否会对 CFO 的行业背景带来的优势产生影响？ 

本文参照刘剑民等（2019）的研究方法，选择总经理任职年限（取值为总经理在该职位

上的任职年限）、两职合一（是取 1，否则取 2）、董事会规模（取值为每届董事会人数）、

内部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衡量管理层权力的来源和公司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监督约

束，按照主成分分析方法将五个指标合成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 

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的值越大，表示管理层权力越大。本文以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为标

准进行分组，将综合指数大于等于年度全样本均值的企业作为管理层权力大组，将综合指数

小于年度全样本均值的企业作为管理层权力小组。根据管理层权力大小情况，分组检验上述

结果。当使用管理层权力大小作为分组标准时，分组回归样本的总数不等于全样本数量。这

是因为本文只保留那些在管理层权力大小标准下与全样本具有重合的数据，而舍弃了不符合

此标准的数据，即只有同时符合管理层权力大小标准和全样本标准的数据才被包括在分组回

归样本中。 

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其中列（1）和列（2）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的

估计系数分别为-0.182 和-0.084，分别为 1%水平显著和不显著，表明在管理层权力小的企业

中，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根据列（3）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Trans）和 CFO 行业背景（IndustryBack）

的交乘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数为-0.158，但不显著。根据列（4）可以看出，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 DigitTrans ） 和 CFO 行 业 背 景 （ IndustryBack ） 的 交 乘 项

DigitTrans×IndustryBack 的估计系数为-0.65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在

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提升上

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管理层权力小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在企业数字化改革进

程中，对管理效率的推动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 10 根据管理层权力大小分组检验的结果 

变量名称 

Efficiency 

管理层权力小 管理层权力大 管理层权力小 管理层权力大 

（1） （2） （3） （4） 

DigitTrans -0.182*** -0.084 -0.177*** -0.062 

 (-2.75) (-1.38) (-2.63) (-1.03) 

IndustryBack   -0.146 0.954** 

   (-0.34) (2.02) 

DigitTrans×IndustryBack   -0.158 -0.658** 

   (-0.44) (-2.57) 

Size -0.261** -0.261** -0.262** -0.254** 

 (-1.99) (-2.15) (-1.99) (-2.11) 

Liability -3.705*** -3.564*** -3.699*** -3.572*** 

 (-5.91) (-5.57) (-5.90) (-5.59) 

State 0.477 -0.024 0.482 -0.043 

 (1.25) (-0.04) (1.26) (-0.08) 

Lev 0.199*** 0.166*** 0.198*** 0.166*** 

 (4.22) (3.14) (4.20) (3.14) 

Liq -1.639*** -1.629*** -1.641*** -1.623*** 

 (-11.65) (-12.15) (-11.66) (-12.14) 

Constant 15.115*** 11.597** 15.116*** 11.424** 

 (4.18) (2.55) (4.18) (2.53) 



年度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12,891 12,993 12,891 12,993 

R-squared 0.241 0.333 0.241 0.334 

Number of code 2,982 3,320 2,982 3,320 

系数差异 P 值 0.1128 0.0055 

注：（1）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2）系数差异 P 值

根据似无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计算得到。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11-2021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和企业管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 CFO 行业背景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的主

要结论是：（1）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效率。（2）当 CFO 具有行业背景时，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3）本文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管理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业务复杂程度、CFO 权力大小、管理层权力大小的不同均

会对上述结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在业务复杂程度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

率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在业务复杂程度低的企业中不显著；在业务复杂程度高的企业中，

具备行业经验的 CFO 对企业管理效率提升的调节效应是显著的，在业务复杂程度低的企业

中不显著。不论 CFO 在企业中是否拥有较大权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

均具有促进作用；在 CFO 权力较大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管理效率的提升上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 CFO 权力较小的企业中，调节效应不显著。在

管理层权力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在管理层

权力较大的企业中不显著；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中，行业经验丰富的 CFO 在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提升上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管理层权力小的企业中，调节效应不

显著。 

由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第一，企业应正确认识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

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工具的支持下，优化组织架构、精简业务流程、改进管理方式，促使企

业管理效率得到优化提升。第二，具备丰富行业经验的 CFO 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业财融合优

势，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流程的影响。因此，在招聘和任命 CFO 时，建议企业要重

视其行业背景和经验，以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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